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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经典《尚书》当中，《禹贡》一篇

具有特殊价值。它托名大禹，将中华大地划分为整

齐的九州，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个围绕中心、

包容四方的五服制度。如此，“九州”就成为华夏

的代称，《禹贡》也被赋予了大一统的象征意义。

近代以来经学衰微，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之下，近代

学者通过诸多的所谓历史“实证”，解构了它的经

典价值。然而，近百年来大量古代文献的重新出

土，考古发掘的丰富成果，一次又一次地以闻所未

闻的事实不断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

证明无论是炎黄的神话还是尧舜禹的传说都不是后

人的凭空想象。因此，对《尚书·禹贡》这一内涵

极其丰富、古人极度重视的文化经典，结合近百年

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和考古学、神话学、历史学等学

科的成果，重新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探求它在中

华文化中的经典意义，就显得特别重要。

一 历代《禹贡》研究简述及当下困境

《 禹 贡 》 在《 尚 书 》 中 位 列《 夏 书 》 第 一

篇。《书序》曰：“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

贡。”［1］孔颖达《尚书正义》曰：“禹分别九州之

界，随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使得注

海。水害既除，地复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贡

赋之差，史录其事，以为《禹贡》之篇。”［2］此篇

在颂美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之大功

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山

川分布、交通物产、水土治理、贡赋等级等重要内

容，为后世国家治理提供了最早的地理行政制度样

本，所以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司马迁《史记·河渠

书》说：“《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

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

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

泽、度九山。’……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

安，功施于三代。”［3］班固《汉书·沟洫志》也有

同样的记载。此外，《史记·夏本纪》《汉书·地理

志》中都引录了《禹贡》全文。可以说，自汉以后

的中国古代地理学著作，无不以《禹贡》为依据。

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经典价值，自不待言。

有关《禹贡》的经典价值，却随着对它产生时

代的质疑而逐渐消解。由顾颉刚引发的有关《禹贡》

产生时代的大讨论，一直延续到现在，并逐渐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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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主要看法，即成书于西周时期、春秋时期和战

国时期［4］，其中尤以产生于战国说影响最大［5］。

我们若仔细分析这些说法，就会发现严重的不

足。以战国说为例，蒋善国将近代以来的相关研究

成果概括为九条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就

九州概念说，到了孟轲晚年逐渐具体化，墨子只说

到一个冀州，孟子只说到一个幽州。《禹贡》九州

都有了专名，当是孟子以后的事。”［6］但是考察先

秦典籍我们发现，在《山海经》《逸周书》《左传》

《国语》等文献中多处都有关于九州的记载，如

“九州之侯，咸格于周”［7］，“地有九州，别处五

行”［8］，“画为九州，经启九道”［9］等，说明“九

州”之名早在墨子和孟子之前就已经是为人们所熟

知，因此，仅以《墨子》和《孟子》的叙述确定

《禹贡》产生的时代，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再

比如蒋善国总结相关考证后指出，《禹贡》中提到

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可是据传世古籍，战国中期以

前从未记载梁州出铁，梁州大量产铁在战国末期，

故由此可证《禹贡》当写于战国末期［10］。但问题

是，现存文献中虽然没有战国中期以前梁州产铁的

记载，同时也不能证明战国中期以前梁州并不产

铁。在《禹贡》中，梁州所指为陕西、四川及云贵

等西部的广大地区，古籍中从来也没有记载过的梁

州有三星堆文明，近代以来却突然被考古发现。这

说明，古代历史中有太多的东西没有记载下来，以

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梁州产铁，就认为《禹贡》只

能产生在战国晚期的说法，同样是没有说服力的。

回想近百年来的《禹贡》研究之路，基本上都

把其中的记载当成“信史”，从寻找所谓历史“实

证”的角度入手证明它产生的时代。但是按这一思

路展开研究，却存在着一个无解的难题，即《禹

贡》中的九州，虽然大体上合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

的中华大地的基本轮廓，却与后世的地理记载严

重不符。朱熹早看出了这一点。他说：“《禹贡》地

理，不须大段用心，如今山川都不同了”，“《禹贡》

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过用心。今人说中

原山川者，亦是皃，不可见，无考处”［11］。当然，

我们不能排除朱熹所说的古今地理变迁问题，但更

重要的是，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禹贡》中虽

然有关于“九州”“五服”的描述，本质上却并不

是一部严格的地理写实著作，而是建构在大禹治

水神话传说基础上形成的早期书写。这说明，对

于《禹贡》的研究，我们固然需要从历史实证的角

度去进行地理考察，更需要弄清它的文本属性，看

它到底是写实还是在描述理想。所以，要研究《禹

贡》，首先必须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开始谈起。

二 大禹的神话与《禹贡》的书写方式

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当代学者已经有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据《尚书·尧典》，我们知道有关鲧

禹治水的故事产生于尧舜时代。《尚书·益稷》《尚

书·吕刑》《诗经·商颂·长发》，《左传·襄公四

年》引《虞人之箴》《孟子·滕文公上》《庄子·天

下篇》《淮南子·本经训》等先秦两汉典籍的记载，

构成了大禹治水神话的基本框架，其大意是：洪水

发生在尧的时代，尧最初曾经派禹的父亲鲧来治

水，九年不成；后来，舜承尧位，让大禹继承父

志，禹亲操橐耜，三过家门而不入，凿龙门，通江

河，治平了洪水，并走遍天下，划分九州。可见，

大禹的神话以治水为核心，丰富而又生动，早在夏

商周三代就一直流传。

《禹贡》一篇的叙述以大禹治水为基础，自然

带有神话色彩，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中华大地

的认识与理解，这些在《禹贡》的书写中有明确的

显现。

细读全文，我们会发现，《禹贡》中的九州叙

述顺序，依次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

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个顺序大概是依地形

而走的。孔疏曰：“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以水

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

都，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

次徐，而南次扬；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

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雍地最

高，故在后也。”［12］按中华大地的地理位置，冀州

地处今山西与河北西部，大概就是现在黄河的壶口

瀑布一直下沿，包括山西、河北、河南中的黄河流

经部分。传说中的“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

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山西运

城市，古称夏县）”［13］，都在这一区域之内。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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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个顺序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所居之地，是从

当时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开始的。接着沿黄河流

域东下，分列兖州和青州。兖州在济水与黄河之

间，今山东西部以及冀鲁交界一带。青州则是泰山

以北、渤海以南的地方。接着南下到达徐州，即淮

河以北、泰山以南、黄海以西，包括今山东南部江

苏北部及安徽北部部分区域。再南下到达扬州，即

淮河以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区域，这个区域可以一

直向南沿伸，即整个中国的东南部。但是在《禹

贡》中最南部只提到了长江以南的震泽，即今天的

太湖，更南的地方尚没有涉及。自扬州再西上，到

达荆州，即江汉流域的荆山到衡山一带，提到了云

梦，大致相当于今日的湖北、湖南二省为主的地

区。再接着向北，是黄河以南的豫州，即现在的

河南大部。再接着是豫州西南和荆州西部的梁州，

这也是一块极为广阔的区域，包括了陕西、川渝及

云贵地区，但是在《禹贡》中只提到了“岷”（岷

山）、“嶓”（今陕西宁强县）“蔡”（峨嵋山）“和”

（大渡河）等地，更远的地方没有提到。最后叙述

的是梁州以北的雍州，即今日的甘肃青海一带，还

包括了陕西北部以及新疆内蒙的一部分区域。在

《禹贡》中提到了“弱水”（张掖河）、“积石”（青

海西宁西南）等地，没有更远的地方。从这里可以

看出，在这个九州的范围里，只有冀州、兖州、青

州、徐州、豫州的范围是相对清晰一些的，包括当

时以山西、河南、山东为中心的一个地域范畴，即

自尧舜到大禹时代人们活动的主要区域。至于扬

州、荆州、梁州和雍州，只能算是当时华夏文明的

边缘地区。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对这些地域的

了解还相当有限，所以对这四州的描述是非常模糊

的。他们只知道这四州与中原地区相衔接，至于这

四个州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空间沿伸到何处，并不

知晓。事实上，《禹贡》中有关九州的大部分地名及

其具体位置，先秦典籍中没有哪部书中有特别明晰

的记载，也没有哪两部书中的记载完全相同［14］。显

然，《禹贡》中对于九州的描述，大抵就是尧舜禹时

代中原部落活动的范围，可能来自于传说中大禹时

代人们的生活实践，同时又加入了一定程度的神话

想象。这一书写顺序，恰恰符合当时的历史情状。

与九州的划分紧密相关的是“随山浚川”，按

《禹贡》的说法是“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

陂”［15］。所谓“九山刊旅”，指的是将九山的道路

理顺；“九川涤源”，指的是将九条河从源头上进行

梳理；“九泽既陂”，指的是将九个大湖泽都筑上堤

坝。《禹贡》中的这一描述，大体上合于黄河与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基本地形地貌。但是，这个描述又

是不准确的，经不起后世地理学家的实地考证。地

分九州，山有九座，川有九条，泽有九个，这种描

写，显然是带有诗意的、想象的、浓郁的神话色

彩。虽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禹贡》经过了后人的

加工，从语言表述的角度来看非常流畅，叙述也非

常平实，给人以写实的感觉，但是故事的整体框架

还是神话式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禹贡》一

文，记录的是当时人的神话式的地理认知形态，它

有现实的影子，但决不能将其当成地理实录。

与之相应的是“五服”制度，其排列顺序是从

中央到四方，自都城向外地：“五百里甸服：百里

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16］国都以外五百里叫甸服，其中离国

都最近的一百里内的百姓交纳带秸秆的禾谷，二百

里内的交纳禾穗，三百里内的交纳带稃的谷，四百

里内的交纳粗米，五百里内的交纳精米。“五百里

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17］甸

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其中一百里内的百姓替天子

服各种劳役，二百里内的为邦国服役，三百里外的

替诸侯服役。“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奋武卫。”［18］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其中三百

里内的百姓推行天子的文教，外面二百里的为天子

警戒。“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19］

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其中三百里内的人要平安

共处，外面二百里的人要遵纪守法。“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蛮，二百里流。”［20］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

服，其中三百里内的人尊重他们的习俗，外面二百

里的人任他们自由流动。可以看出，这个“五服”

制度真是太理想化了，它的最核心部分是这个理想

国的国都和国畿，其外围以五百里为等级，分为甸

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显然，这样一个理

想之地，到了秦汉时代也不存在。所以，学者们

早已经指出这种说法的不切实际。如唐晓峰就说：

“五服是观念性模式，重意义、价值，若在具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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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以实证检验，其自身都无法落实，更不用说用

‘九州’去套。即使如一般认为的，内三服（甸、

侯、绥）是华夏九州的范围，那么，用这三服去套

九州还是套不上，九州里面，哪里是甸服，哪里是

侯服，哪里是绥服，说不清。”［21］事实上，《禹贡》

里面所盛称的这个“五服”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从

来也没有实行过。而且，就“五服”之名，在先秦

文献中，《尚书》《国语》《荀子》《周礼》等书中都

有记载，从来就没有统一过。甚至同是在《尚书》

当中，如《康诰》《酒诰》《召诰》《顾命》《禹贡》

诸篇的说法都不统一。同在《周礼》当中，《秋

官·大行人》《夏官·大司马》《夏官·职方氏》的

说法也不一样［22］。这同样说明，它是立足于大禹

治水神话的早期书写，是按照尧舜时代人们的文化

观念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理想模式。

由此而看古今学者的《禹贡》研究史，我们会

发现其中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就是混淆了它与后世

书写之间的巨大不同，把《禹贡》立足于神话的早

期书写当成了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汉唐时代的学者

看来，《禹贡》所记载就是当时真实的地理，无须

怀疑。宋代以后人们渐渐发现里面的记载与后代地

理不符，但是也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顶多如朱熹

那样，认为那是由于古今地名变化和江河改道等原

因所造成的结果。而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同样将

《禹贡》的早期书写当成真实的历史记载来研究。

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认为《禹贡》中所描述的并不

是大禹时代的地理，而是周代以后的地理。但事实

证明，这种认识更不符合实际。因为它固然与大禹

时代的地理不合，起码还有神话的影子。可是它与

周代的“封邦建国”制度毫无关系，与春秋战国时

代的文化地理格局更是格格不入。这一切都说明，

对于《禹贡》的研究，我们首先需要弄清它的文本

属性，认识到它与大禹治水神话的紧密联系，《禹

贡》是立足于神话基础上的理想建构，属于中华民

族的早期书写。

三 《禹贡》生成历史背景的文化考查

明确了《禹贡》的文本性质，也就为我们的研

究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首先应该从大的历史文化

背景入手，然后再来考证里面的文化理想建构与现

实之间的关系，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既然《禹贡》所记载的

是大禹治水之后所划定的九州和他所制定的五服制

度，那么我们就要追问，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发

生过大禹治水的故事吗？中原大地的所有河流，真

的是经过禹的疏导才汇入了黄河长江，最终流入大

海的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说法不会是现

实，只能是神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大禹治水

神话产生的现实来源呢？对此，人们已经做了切

实有效的探索，证明在中华大地上，5000 年前的

确存在着一次明显的气候变化。于是，“一些环境

考古学者将 5000 年前的因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整个

北方地区气候变干、沼泽消失、田区扩大作为大禹

传说的背景”［23］。之所以作如此思考，因为“表

现在考古学证据上，是安阳附近的洹河流域、龙山

时代的聚落空前繁荣，在上游，大步西进的居民点

分布到仰韶文化的空白区，在下游南部，遗址数量

从仰韶文化的 6 处增加到 22 处，出现了大型聚落。

在河南辉县及其附近地区，北方力量有大幅度的南

下，对卫河以北到太行山前地带进行了前所未有的

拓荒和利用”，“自然变化所造成的对中原地区人类

生存环境的改善，逐渐被描述成英雄圣贤的功劳，

与水对峙的历史的结束与一位英雄的诞生同步，洪

水，很可能不是突发性的灾难，而是一个历史时期

的环境特点。这场环境趋于干燥的自然变化，使中

原人获得了更多的土地，推动了社会规模的壮大、

文明程度的提高”［24］。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考证，

证明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在黄河流域的确发生

过水灾，如吴庆龙等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 1730

年前后，黄河上游积石峡史前时期发生了一次严重

的堰塞事件，由地震和山体崩塌而造成了一次大

洪水［25］。袁广阔认为，发生在公元前 1900 年左右

的河南孟庄龙山城址的毁因也可能是一次大的洪

水［26］。这些考古学的成果为我们认识大禹神话的

产生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说明大禹治水的

神话可能有当时发生过洪水的历史记忆，但更重要

的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自然气候变化，使当时的人

们把偶发的洪水与中原大地从湿润到干燥的一个漫

长的自然环境转化过程，凝聚为一个治水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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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禹贡》一文的产生，首先有着发生在传

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的自然气候变化的历史背景。

如果我们结合神话传说的内容和环境考古的研

究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在大禹治水和划分

九州的神话传说中，还预示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节

点，即从大禹时代开始，由于环境的变化促进了文

明的发展，中华民族从此走出了早期的部族社会，

创造了第一个国家形态，预示着中华文化走向统一

的历史方向。

研读《禹贡》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即里

面所体现的中华文明大一统精神。本文的序言明

言“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其中“禹

别九州，随山浚川”指的是将中华大地根据山川地

理划分为九州，“任土作贡”是依据各地的土地物

产而确定其贡赋的标准，其潜含的意识都是国家的

统一。没有国家的统一，何来九州的划分？各地又

该向谁贡赋呢？但是，当代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又告

诉我们，大禹时代，不过是中华大地广域王权建立

的初始，那时夏王朝的疆域也远不及后来的殷周两

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大一统观念出

现很晚。当代考古学告诉我们，以二里头为代表的

夏文化时期，完全有可能孕育出这样的文化思想观

念。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二里头宫殿和都城遗址的发

掘，发现其核心器物群，既有源自河南本地的龙山

文化日用陶器，也有源自晋南的陶鬲、江南良渚文

化的玉器以及山东大汶口、豫东造律台等地的文化

因素。二里头的居民，也可能来自于各方。这说

明，二里头文化是不同群体交流融合后的产物，二

里头遗址的确是一个汇聚了各地不同的族群和文化

的王朝都邑［27］。当然，二里头遗址这个王朝的都

邑，所统辖的地域范围还相当有限，但是不可否认

的是，在一个有着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居民，使用着

来自不同地区的器物的王朝都邑里，相应的中心与

四方的地域观念一定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就《禹贡》的文本再作进一步分析。既然我们

依据相关的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大禹时代有产生大一

统观念的充分基础，那么，在漫长的古代，作为

人们一直坚信产生于此时的《禹贡》文本，在字里

行间一定会留下相应的文化印痕，而决不可能是后

代的凭空想象。当代学者的相关考证也说明了这一

点。如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一

文，首先考察了黄河以及长江流域的古文化区系

和《禹贡》九州的关系，又考察了海岱文化区和

青、徐二州的关系，又考察了九州风物，最后结论

是：“九州”篇应为公元前第二千年间的作品，非

后人仅凭想象可以杜撰，而《禹贡》整体上则可能

是春秋战国之时的学者修订、增补而成［28］。冯时

则将《禹贡》九州的划分与《尧典》的十二州划分

模式做了比较详细的对比分析。他认为：“从十二

州发展到九州的规划客观地体现了古人空间观念的

进步。”［29］他们的研究，为我们将《禹贡》的原发

时代确定在大禹时期提供了有力证据。

由此可见，关于中华早期的国家大一统观念，

在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自 5000 年前中国北方地区由潮湿到干燥的

气候变化，为北方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创造了新的

自然环境，这是大禹治水神话得以产生的客观基

础。第二是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地域交流，同时也标

志着地域空间视野的扩大，这为禹定九州故事的

产生打下了现实基础。第三是伴随着物质交流的扩

大而建立了广域的王权国家，这为大禹划分“九

州”“五服”的“任土作贡”理想打下了大一统的

政治基础。以上三点充分说明，早在传说中的夏

代，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具备

了产生《禹贡》这样有着明显的大一统观念的文化

条件。

行文至此，再来讨论《禹贡》产生于何时的问

题就有了一个基本的立足点。而 （遂）公盨铭

文的发现，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实物

考古证据。

（遂）公盨铭文发现于 2002 年，底部有 98

（一说 99）字的铭文，提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学

者们极为重视。如唐晓峰就结合 （遂）公盨铭

文的考证，认为《禹贡》一文“既有同于西周晚期

的 （遂）公盨铭文的词句，又有战国时代的地

名、物名，我们看到了《禹贡》文本的时间跨度。

《禹贡》正是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的，

其间经历了内容及词句上的修改，增删，所以说，

《禹贡》文本乃是层累而成的”［30］。这为我们认识

《禹贡》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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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同“《禹贡》文本乃是层累而成”的观点，

但是却不同意把“层累而成”的起始点放在西周以

后的看法。唐晓峰依据《禹贡》与 （遂）公盨

铭文的比较，认为“铭文中的‘天命禹’是早期说

法，禹受天之命，带有神性。而在《禹贡》的口气

中，应与《尧典》类似，是尧舜命禹，禹已经退掉

神性，这是晚期的特点”［31］。由此认为，“《禹贡》

的内容是时至周代的人文地理发展的总结，是历史

发展的一个结果”［32］。我认为这一说法不妥。将

“天命”和帝王的朝代更替接合在一起，是早自三

代一直到秦汉以后的共同传统。《禹贡》一篇虽然

没有明确的“天命禹”式的表述，但是《禹贡》的

结尾“禹锡玄圭，告厥成功”［33］一句，将这一观

念表述的非常清楚。因此， （遂）公盨铭文的发

现，本身就为《禹贡》产生于夏代提供了最有说服

力的证据。所以这个“层累而成”的过程，不应该

从西周时代开始，而是从夏代就开始了。对此，我

们结合《禹贡》文本，就可以得出更明确的认识。

其一，《禹贡》的核心观念是“九州”，其背后

显然有地中观念的支持，因此它也是确定《禹贡》

生成年代的重要标志。唐晓峰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商

周以来的地中观念和五方观念，认为比较明显的地

中观念是在商周产生的，所以《禹贡》的产生应该

在此之后。我们仔细研究《禹贡》全文，虽然没有

明确提到“地中”一词，但是其中却有“咸则三

壤，成赋中邦”一句。孔颖达正义：“故皆法三壤

以成九州之赋。言得施赋法，以明水害除也。‘九

州’即是‘中邦’，故传以‘九州’言之。”［34］清

人胡渭《禹贡锥指》则说：“甸、侯、绥服方三千

里之地，谓之中邦，禹之所则壤以成赋者也。”“赋

止甸服，贡尽九州。赋止中邦，贡兼四海。”［35］胡

渭的解释虽然与孔颖达不同，将“中邦”的范围

缩小到“侯、甸、绥”三服之内，但同样看到了

《禹贡》中已经存在的“地中”观念。而且，“九

州”“中邦”这组概念，与商周以后的“四方”“中

国”是大不一样的。甲骨卜辞中多用“四方”的

概念。《诗经·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

彼四方。”［36］《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37］

至于周代，则出现了“天下之中”和“中国”的概

念。《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

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

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8］

1963 年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记述了成王

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 ( 今洛阳 ) 之事。铭文中

有“宅兹中国”四字。这里的“中国”指的就是当

时的天下之中，是政治中心和地理中心的合体。这

说明“中国”的观念在西周初年早已形成。此后

在《诗经》中多次出现。如《大雅·民劳》“惠此

中国”［39］一句重复了四遍。《大雅·荡》中出现了

两次，如：“女炰烋于中国。”［40］由此可见，关于

中华疆域的观念，有一个从夏代的“九州”“中邦”

到商代的“四方”，再到周代的“天下之中”“中

国”的变化。正是《禹贡》中“九州”和“中邦”

这两个概念，鲜明地体现了夏代的文化地理观念，

并成为商周地中观念的先导，可见它的产生一定是

在商周之前，而不可能在此之后。

其二，《禹贡》的第二个核心观念是“五服”，

这也是我们判断其生成年代的重要参考。五服在

《禹贡》中是作为贡赋制度的基础而提出的，其设

定的标准是根据距离中央王朝的远近。《禹贡》虽

然提出了五服与国都的距离，却没有说国都在哪

里。从这一点说，它与前面的九州的表述也是统

一的。更重要的是，《禹贡》本身没有“内服”“外

服”之说，这与商周以后的观念也大不相同。“内

服 ”“ 外 服 ” 之 说， 最 早 应 该 产 生 在 商 代。《 尚

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

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41］这一说

法，除《尚书》外，还见于《国语·周语上》：“夫

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

要服，戎狄荒服。”［42］《荀子·正论》：“封内甸服，

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43］

《周礼·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

五百里谓之侯服，……九州之外，谓之蕃国。”［44］

仔细分析这些说法就可以看出，它们在《禹贡》五

服的说法之上都增加了所谓的“邦内”“邦外”“封

内”“封外”“邦畿”“外方”等相对应的概念，这

在《禹贡》中都没有出现。另外，《禹贡》里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

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这里提到了“蛮”和

“夷”，却没有提到“戎”和“狄”。“三百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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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传：“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孔颖达疏：

“‘夷’训平也，言守平常教耳。”“三百里蛮”，孔

安国传：“以文德蛮来之，不制以法。”孔颖达疏：

“揆度文教，《论语》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

之’，故传言‘以文德蛮来之’，不制以国内之法

强逼之。”［45］可见，这里的“蛮”“夷”两词分指

“平常之教”和“文德蛮来”，与后世所指称的与

中原王朝相对应的“蛮”“夷”“戎”“狄”等边地

异族观念是完全不同的［46］。这说明，《禹贡》中的

“五服”，与商周时代大不一样，而与《禹贡》中

的“九州”观念是统一的。由此也可以证明，《禹

贡》的最初生成一定是在传说中的夏代，而不可能

是在商周之后。

要而言之，我们之所以将《禹贡》认定为源自

于夏代的早期经典，第一是它的总体叙述框架是大

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故事。第二是源于发生在 5000

年到 4000 年前后的气候变化和由此而造成的巨大

社会变革。第三是《禹贡》中描述的“九州”方

位，代表的是夏代社会人们对于中华地理地貌的认

识。第四是《禹贡》中所提及的“九州”与“中

邦”的地中观念，是商周以后地中观念的先导。第

五是《禹贡》中提到的“五服”制度，是产生于夏

代的社会理想。总之，无论是从当代考古学和传世

文献的角度，还是从对《禹贡》文本内容的角度进

行考查，《禹贡》的产生都应该是在夏代，而不可

能在商周以后，更不可能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它立

足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体现的是夏代以前

的人们对于宇宙、自然和历史的理解与认知。也正

因为如此，大禹的功业和“九州”与“五服”的

理想，才会在《尚书·益稷》《尚书·吕刑》《诗

经·商颂·长发》《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

箴》《孟子·滕文公上》《庄子·天下篇》等诸多

传世典籍，以及在上博简《容成氏》和《 （遂）

公盨铭文》等出土文献中不断出现，《禹贡》才会

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特别崇高的“经”的地位。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的《禹贡》一文，远不是

它的最初形态。从当代考古发现的夏代以前的刻划

符号以及殷商甲骨文与金文形态来看，可以相信，

早在夏代产生的《禹贡》早期文本，与后世的文字

写本也会大不相同［47］。再从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

献，如《周易》《老子》《诗经》等早期书写形态来

看，先秦时期的文献书写因为文字的变异、书写工

具的不同、传承方式的多样，几乎每一部经典都有

不同的文本变化，《禹贡》文本的传世过程自然也

不会例外。从文章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

的文本，它的语言流畅，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显

然是后代加工的结果。至于它的最后定型，也不可

能晚于战国初年，因为在出土的郭店楚简《六德》

中，《尚书》已经位列《诗》之后，与《礼》《乐》

《易》《春秋》并称，在传世的《庄子》一书中，

《尚书》更是具有了“经”的地位和称号，说明它

在此时已经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但是所有这

一切，都不足以改变它产生于夏代的原初属性。

四 《禹贡》的经典价值和文化意义

我们将《禹贡》看作是源于夏代的中国早期书

写，这为重新认识其文化价值提供了新的基点。它

脱胎于历史，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它对九州和五

服的描写，不是客观的历史叙述，而带有很大的虚

构成分和很强的理想化特色，具有鲜明的文化记忆

特质。所以，我们不能将《禹贡》中所记述的“九

州”和“五服”当成既成的历史事实，而应该结合

其早期书写的特点，研究其背后所深潜的巨大历史

文化价值。在我看来，《禹贡》一篇之所以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起码包括两个

方面。

1.《禹贡》的产生，从政治上标志着中华文明

走向广域王权的国家时代。要讨论《禹贡》的经

典价值，首先要对大禹的形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禹贡》中划分九州、制定五服的是大禹。在中华

文明史上，这样重大的事件为什么会由大禹完成？

要认清这一点，我们需要把《禹贡》和《尧典》做

一比较。我们知道，禹这一人物也出现在《尧典》

里。按《尧典》所言，大洪水发生在尧的时代。尧

先是派鲧来治水，失败之后，舜继帝位，又派禹

来治水，经历两代人才获得成功。在舜所组建的贤

人政治集团中，禹是其中的一员，但没有说他划分

九州和制定五服的功业。这说明，在以尧舜为代表

的中国早期圣贤政治模式里，禹不过是个贤臣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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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的地位远不能同作为圣人的尧舜相比。但是

在《益稷》篇中，大禹的形象发生了变化。本来在

《尧典》中与其同是舜之下属十二贤人的益与稷，

在此篇中成了帮助大禹治水的两个重要人物。到了

《禹贡》一篇，则专门歌颂大禹划定九州、制定五

服的功劳，于是禹被赐以玄圭，完成了统一天下的

大功。

仔细分析从《尧典》到《禹贡》中大禹这个人

物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认识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

的地位。这一形象的变迁，客观上和中国古史系

统中由早期的贤人政治到家天下的历史发展进程是

一致的。从当代的考古发掘来讲，我们知道陶寺遗

址所处的时代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在时间上正好重

合。因此，考古学界的主流将陶寺遗址看作是尧舜

时代的文明形态。陶寺遗址存在的时间大约有 500

年左右，其间产生了高度的文明，并且有保存基本

完好的贵族大墓，说明这一文明的大部分时期都处

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自然也存在着与之

相应的政治制度，这也是尧舜禅让制得以成立，成

为中华民族早期文化记忆的一个现实起点。但是

陶寺文明的晚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说明它的衰亡

来自于当时的一场暴力革命。与陶寺遗址大约同期

的大规模遗址还有三处也颇值得关注。一处属龙山

文化晚期，其代表性遗址为“王湾三期文化”，年

代约在公元前 2400 年至公元前 1750 年。一处是

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年代大约在公

元前 2300 年至前 2000 年［48］，一处是在陕西省榆

林市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遗址，其核心区域——

皇城台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 2200 年至前

1900 年之间。这三处遗址和陶寺遗址到底是什么

关系，学界尚有不同争论。但值得关注的是，从考

古学的角度来讲，从陶寺遗址、石峁遗址和禹会村

遗址的衰亡到二里头文明的兴起之间，有一个大约

200 年左右的间隔，河南龙山文化的时间下限可以

与二里头文化衔接（公元前 1750 年）。而二里头

文化的主体恰与传说中的夏王朝中期大抵同期。说

明这一历史时段应该是中国早期一次重要的文化变

革时期。当代学者对此做过有益的探讨。如韩建

业认为：“公元前２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

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也就是王

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

的大规模代替，这当是部族之间激烈战争行为的后

果，分别可以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

相对应。以此为基点，发现龙山时代的其他考古学

文化和其他部族人物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如有虞

氏舜与造律台文化、最早的先商契和雪山二期文化

等。据此就有可能切实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

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走出夏代之

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还可以为夏文化的上限提

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他还认为：“在公元前 2100

年前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

剧性的巨大变化，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

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城垣被

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这样的剧烈变

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

释，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

的激烈战争所致，可能正好对应先秦文献所载的

‘禹征三苗’事件。”［49］本人认为，结合这一时期

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石峁遗址、禹会村遗址、陶

寺遗址、二里头遗址等文化遗址之间的关系看，从

尧舜时代的部族禅让制到夏王朝国家政权的建立之

间，应该是一次以暴力革命为主的历史巨变。由此

而言，大禹是作为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创者的身

份出现在相关的神话传说中的，即从禅让制到家天

下的开始。而这一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创，也对应了

环境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当时中原大地上的环境变

化。于是，将治水的神话与王朝的开创有机地结合

为一体，同时将陶寺遗址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暴力

变革隐去，将夏王朝的创立变成了一场从尧舜到禹

的温文尔雅的圣贤传承，便有了大禹这一神话英雄

的诞生。对这一段历史的美化，最典型的说辞可

见《孟子·万章上》：“昔者，舜荐禹於天，十有七

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

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

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

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

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

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

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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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为也。”［50］孟子这一段巧妙说辞，借助

于“天”意，轻松地将中国古代从尧舜的禅让到禹

启的家天下连成一体，但是历史并没有完全抹去这

一段巨变的血腥痕迹。关于“尧幽囚，舜野死”的

故事，关于益与启之间的争斗，先秦文献中都有记

载。《竹书纪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

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

与父相见也。”［51］《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

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

者也。”［52］《尚书》中至今还有《甘誓》一篇，讲

的是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的故事。其起因据说是

因为“尧舜受禅，启独继父”，有扈氏不服，从中

也流露出夏王朝建立过程中的血腥与残暴。所以，

大禹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与尧舜大不一样，他不是

道德圣君的楷模，而是一个与自然抗争的英雄，是

一代政治王朝的开创者。他从尧舜组建的贤人队伍

中走出来，从政治上标志着中华文明走向广域王权

的国家时代。对《禹贡》的认识，我们首先要站在

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上。

2.《禹贡》的生成，从地理上标志着中华大一

统的必然。传统上人们习惯于将《禹贡》当作中

国最早的地理文献来看，因为关于九州的划分，本

身就是对中华大地的地理描述。但大禹治水的功绩

远超于此，因为九州的划分不仅意味着治水的成

功，还意味着天下的太平。《史记·河渠书》开篇

就称颂大禹治水之功：“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

夏艾安，功施于三代。”［53］大禹治水平定了自然灾

害，老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天下太平，这无疑是大

禹的第一功绩。而班固更将对禹定九州的认识提升

到天下统一的高度。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说：

“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

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

贡。”［54］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中华大地上产生

的第一个广域王权的国家，应该是从大禹时代开始

的。而作为国家统一的标志，除了有一个中央政权

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空间。九州的划

分，就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

《禹贡》在写法上的独特性，即关于九州的描

述，不仅仅是山川风物，还包括交通、物产和贡

赋等级。这说明，九州不仅是地理上的划分，而

是根据不同的山川水系所划分的治理区域。因为

山川水系不同，土壤不同，物产自然也就不同。

它可以各自为治，又可以通过山川水系的道路而

互相交通，连为一体，同属于华夏大家庭。由此

可知，《禹贡》所描述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更是

人文地理。

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不断扩大，地理空间范围

也会越来越大，人类对地理空间的理解也会越来越

深入，由最初的地理知识，到形成一定的地理观

念和地理思想，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积累。从当代的

考古学成果来看，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时

期，当时的广域王权所统辖的地区还极其有限。但

是，从《禹贡》中所描写的九州范围来看，它基本

上以黄河、长江中下游水系和淮河为中心而展开，

它敏锐地观察到华夏大地的基本地形特点，地势西

高东低，两大水系均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所以，

梳理出了两大水系的关系，也就弄清了这片土地的

基本地形。而之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梳理，与发

生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巨大历史变革与文化融合

是紧密相联的。可以说，正是由此前这一时期“满

天星斗”的文化遗址，从龙山文化、石峁文化、禹

会村遗址、陶寺遗址的相互融合，才使他们的地理

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他们有条件对黄河、

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地理情况有一个整体的

认识。《尚书·禹贡》所描述的九州范围，和此时

散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各考古学文化地域大致对应，

就是最好的说明［55］。它用直观形象的方式告诉人

们，中华大地从地理形态上看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

整体。所以，“禹定九州”不仅仅是对中华地形的

认识，不仅仅属于知识的范畴，还是一种“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的地理观念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大一统作

为一个广域王权的政治概念，要和中华大地的地理

形态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呢？答案也许只能从中华

大地的地形地貌中探寻。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氏族

社会里，鸡犬之声相闻式的小国寡民生活，并不需

要与外界有多少经济上的交往。可是，随着生存的

发展，不同地域空间的交流必然增多。而各部族之

间的联系，表面上看来只发生在经济上，但是在经



186

2023 年第 5 期

济的背后却需要有相应的地理环境作为依托。对中

华民族所居住的这块东亚大陆来讲，西高东低的地

形，决定了黄河长江这两大水系的最终归宿都是东

方的大海。洪水的治理，也必须依托这块广大土地

上的共同协作，这样才能让水向东流，否则便没有

出路。上博简《容成氏》曰：“□潖湝流，以陂明

都之泽，决九河之阻，于是乎夹州、涂州始可处。

禹通淮与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处

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海，于是乎蓏州始可

处也。禹乃通伊、洛，并□、涧，东注之河，于是

乎叙州始可处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

乎且州始可处也。”［56］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以

中原大地为中心的地理特征，漫布于这一地区的各

条河流，最终都要归于黄河、长江与淮河的三大水

系，然后东流入海。可以这样说，先民们正是通过

治水的神话，才认识了中华大地的这一地形特点，

认识到九州原本为一体的自然环境。试想一下，当

先民们从原始狭小封闭的部落当中走出，认识到自

己所居住的这片土地，竟然和相邻的部落属于同一

水系，只因自己脚下的河水沿着这个同一水系流向

大海，这片土地才变得“始可处也”，原来它们同

属于一个地理的整体，这该是多么震撼的视野拓展

啊！我们知道，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

明的中心就聚集在中原一带，就以黄河与长江两大

水系为依托。这个文化共同体，也因为这两大水系

而不断向外拓展，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又完满地依托

于地理的统一。从这一角度来讲，华夏大一统的观

念不仅仅来自于广域王权国家的建立，也来自于地

理上的一体。是“禹定九州”才使人们对中华大地

的这一地形有了最为清醒的认识，并将“九州”视

为华夏的代称。它虽然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

程，由以中原大地为中心的早期华夏族范畴，逐渐

扩展为秦汉唐宋以至元明清的中华帝国版图，其间

虽然经过多次的分裂割据，但统一却成为此后中华

民族的人心所向，成为凝聚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强大

精神力量，一直延续到今天乃至永远。

以上，通过文本研读并结合相关的历史考古

材料，我们对《禹贡》作了新的讨论，将其定义

为在早期书写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典。这一文本特

质决定了它的价值意义，也决定了我们对它的阐

释原点。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早期书写，将神话

和历史融入一炉，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实证的方式，

将九州的名称、地望、疆界完全落到历史的实处。

同样，那个从来也没有实行过的五服制度，也不

可能安放在九州的框架之内。它与“九州”一样，

既有现实的影子，又是一种浪漫的构想。它寄托

着中华先民的文化理想，有着来自于历史深处的

文化记忆。这一切都说明，《禹贡》的生成，源自

于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气候突变、以及随之而来

的族群迁徙和社会变迁，使中华民族从此走进了

早期广域王权这个特殊时代，同时包含了中华先

民对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深切认知，将地理统

一和政治统一、经济统一与文化统一融为一体，

构建了以“九州”与“五服”相呼应的文化地理

模式，为此后数千年王朝的统一奠定了最为坚实

的文化地理基础。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专项课题

（2022JZDZ025）“中华文明与早期书写研究”阶段

性研究成果］

［1］［12］［15］［16］［17］［18］［19］［20］［33］［34］

［41］［45］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 132 页，

第 134 页，第 169 — 170 页，第 169 页，第 169 页，第 169

页，第 170 页，第 170 页，第 170 页，第 165 —166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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